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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土中国” 向 “城乡中国” 转型引发农户社会资本发生水平拓展与纵向

延伸的变迁, 但传统与新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异质性没有引起关注。 基

于此, 将农户社会资本分解为紧密型、 联系型与桥接型社会资本, 提出了不同类型

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差异的研究假设。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从影响效应、 传导机制、 组间异质效应多维度检验研究假设。 研究发现: 一

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均能缓解贫困脆弱性, 但总体上水平拓展形成的联系型社会

资本的功效相对更大, 传统紧密型社会资本次之, 纵向延伸形成的桥接型社会资本

最小; 二是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均主要通过风险缓释、 收入增长两大机制影响农户贫

困脆弱性, 但是联系型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更高 (高达 85. 87%); 三是不同

人群在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中获益不均等, 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低脆弱

农户、 联系型社会资本对高脆弱农户、 桥接型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 (包括绝对贫

困和相对贫困) 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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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ition
 

from
 

“rural
 

China”
 

to
 

“urban
 

and
 

rural
 

China”
 

has
 

triggered
 

the
 

changes
 

of
 

the
 

occurrence
 

level
 

and
 

vertical
 

extension
 

of
 

peasant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bu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and
 

new
 

social
 

capital
 

on
 

poverty
 

vulnerability
 

has
 

not
 

attracted
 

atten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vides
 

rural
 

household
 

social
 

capital
 

into
 

close,
 

connected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and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poverty
 

vulnera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al
 

Studies ( CFPS ),
 

the
 

hypotheses
 

of
 

this
 

study
 

were
 

tes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luence
 

eff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
 

between
 

group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can
 

alleviate
 

poverty
 

vulnerability,
 

but
 

on
 

the
 

whole,
 

the
 

connected
 

social
 

capital
 

formed
 

by
 

horizontal
 

expansion
 

has
 

greater
 

effect
 

than
  

traditional
 

tight
 

social
 

capital,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formed
 

by
 

vertical
 

extension
 

has
 

the
 

least
 

effect.
 

Secondly,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mainly
 

affect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peasant
 

household
  

through
 

two
 

mechanisms:
 

risk
 

mitigation
 

and
 

income
 

growth,
 

b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nnected
 

social
 

capital
 

is
 

higher
 

( up
 

to
 

85. 87%).
 

Thirdly,
 

different
 

groups
 

benefit
 

unequally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in
 

alleviating
 

poverty
 

vulnerability.
 

The
 

effect
 

of
 

tight
 

social
 

capital
 

on
 

low
 

vulnerable
 

farmers,
 

connected
 

social
 

capital
 

on
 

high
 

vulnerable
 

farmers
 

and
 

bridge
 

social
 

capital
 

on
 

poor
 

farmers
 

(including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i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China;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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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poverty
 

vulnerability
 

一、 引言

伴随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

革, 集中表现为农村地区正由 “传统社会” 加速向 “现代社会” 转型。 原本封闭的农村经

济市场化与开放化, 原本 “生于斯, 死于斯”、 “离土不离乡” 的农村人口 “经济理性外

流”, 原本 “皇权不下县”、 “乡绅自治” 的农村政治文化体系逐渐瓦解, 而且日新月异的信

息科技加快向农村渗透, 农民与土地、 农民与村庄、 农民与农民的关系发生着质的变革, 中

国农村社会已由以农为本、 以地为生、 以村而治、 根植于土的 “乡土中国” 过渡到了乡土

变故土、 告别过密化农业、 乡村变故乡、 城乡互动的 “城乡中国” [1] 。 在 “乡土中国” 向

“城乡中国” 转型过程中, 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也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 异化与新生的新旧

裂变进程之中[2] , 呈现传统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并存[3] , 乃至传统社会资本逐步萎缩、
新型社会资本逐渐扩张并占据主导的演变格局[4] 。

虽然叶静怡、 周晔馨和谢家智等敏锐地捕捉到了农户社会资本的结构变迁[3-4] , 但不足

的是, 他们仅仅将视野放在社会资本水平方向的拓展上, 缺乏洞察分析农户社会资本的纵深

演进。 事实上,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农民市民化、 农民子女考入大学、 资本下乡、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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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下沉服务触角 (如派驻扶贫工作队、 扶贫第一书记等), 农户的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网

络水平拓展, 还发生着社会网络的纵向延伸。 权利贫困、 机会贫困是重要致贫原因, 而拥有

政府机关、 金融机构等上层社会资源, 有利于农民获取战略性利益 (如获取经济机会、 金

融机会、 就业机会, 提升人力资本等), 如图 1 所示, 这类社会资本对农民的发展更具影响

力, 而在巩固全面脱贫、 全面小康成果的起步阶段, 提升农户发展能力恰恰是极为重

要的[5] 。

图 1　 “农村社会转型” 与 “农户社会资本变迁” 的产生与内涵

2020 年, 我国取得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历史性成就, 但也面临着脱

贫人口返贫风险的考验, 贫困脆弱性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与实践难题。 贫困脆弱性程度取

决于主体遭受风险冲击特征以及风险应对能力[6] 。 理论上, 风险应对与化解手段主要有

三类: 一是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由国家为农户平滑风险冲击; 二是由农户通过在正规

金融市场上的储蓄、 信贷和保险行为, 实现资金的跨时期转移, 进而实现风险在风险较

小期与风险较大期之间的相互分担, 以此来应对风险[7-9] ; 三是由农户依靠社会资本等非

正规手段, 通过收入转移和互惠借贷, 实现风险在空间上的相互分担, 熨平收入和消费

在各个主体之间的差距, 实现风险共担[10-12] 。 但是, 城乡发展不平衡背景下, 农村社会

保障制度、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 农户的正规保障程度低, 而社会资本在规范制度不足的

社会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13] , 乃至农户在面临着权力、 机会、 能力贫困的背景下, 更多

地需要依赖非正式社会制度来解决生存发展问题[14] 。 因此, 有效运用非正式制度管理风

险, 对于防止农户返贫意义重大。
鉴于此,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 “乡土中国” 向 “城乡中国” 转型引发的

社会资本变迁现实, 进一步研究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效应, 并实证检验不同类

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的差异。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①立足农村社会转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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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捕捉了农户社会资本水平拓展与纵向延伸的变迁现实, 并基于社会资本可利用度视角,
构建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体系, 拓展了农户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范畴。 ②基于社会资本

变迁实际, 从影响效应、 作用机制、 组间异质效应多维度研究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

弱性的异质性。 ③基于脆弱性内核 “风险与风险应对”, 创新构建贫困脆弱性度量模型, 并

据此展开社会资本异质性影响贫困脆弱性效应差异研究。

二、 文献回顾与述评

社会资本作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构成维度, 对非农就业、 收入增长与贫困缓解、 经济

地位提升与收入差距缩小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15-17] 。 虽已有研究成果表明, 社会资本具有

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但与一般反映福利水平的收入、 消费等经济指标不同, 贫困脆弱性

作为度量人们陷入贫困的风险, 代表的是福利水平低于贫困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不是福利本

身, 那么社会资本能否发挥作用? 如果能, 其功效能有多大以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社会资

本缓解贫困脆弱性是否具有异质性?
在社会资本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问题上, 已有众多研究成果指出社会资本能够缓解贫困

脆弱性, 社会资本较充足的家庭, 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福利, 能够形成更宽广的风险分担体

系[6] , 进而降低陷入贫困的概率[18] 。 在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具体效应大小上, 徐戈等

利用连片贫困地区的秦巴山区实地调查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每降低一个单位的社会资本, 贫

困脆弱性将上升 7. 95%[19] ; 杨文等基于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 CFPS) 2007 和 2008
年测试数据, 实证得出社会资本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回归系数为-0. 3565, 即社会资本每增

加一个单位, 将降低 0. 3565 个单位的贫困脆弱性[20] 。 但因社会资本需要投资, 比如当前我

国农民面临着负担较重的人情往来礼金负担, 且在 “攀比效应” 等机制作用下, 中下层农

户在 “人情”、 “面子” 上向上层富农看齐[21] , 导致社会资本缓贫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抵

消, 社会资本在抵御意外冲击、 分担贫困风险方面没有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 甚至增加中下

层农户致贫的可能性[22] 。
已有研究主要沿着增加收入和缓释风险两条线路, 展开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作用机

制探究。 世界银行认为, 发展中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往往不够健全, 特别是农村地区居民几无

保障, 作为非正规市场机制的社会资本, 能够发挥正式保险制度的效用, 减轻贫困脆弱

性[6] 。 家庭的社会网络不仅能够直接增加收入降低贫困脆弱性, 而且还能够促进就业、 发

挥 “分担风险” 功能抵消家庭承受的负向冲击的影响而间接地降低贫困脆弱性[20,23] , 乃至

规避风险、 消减风险[14] 进而降低贫困脆弱性。 但是, 涂冰倩等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2013
年数据, 实证研究了 “社会资本→健康冲击→贫困脆弱性”, 发现社会资本不能通过缓解健

康风险冲击来降低贫困脆弱性, 其可能原因在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逐渐健全, 且大病 (大

额支出) 往往只能依靠自身储蓄而难以得到社会网络有效的分担[24] 。 胡金焱研究基于社会

资本的民间借贷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发现社会资本不能通过非正规借贷机制来降低贫困脆

弱性, 其潜在原因可能是因为虽然社会资本能够促进非正规借贷, 但短期内流动性缓解难以

从根本上促进农户财富提升[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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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是否具有异质性? 社会资本被称为 “穷人的资本”, 尤其是对

于特别穷的农户, 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大[16] 。 但也有研究认为, 高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

量和回报率都高于低收入农户, 财政金融资源下乡中较为明显的 “精英俘获” 现象[26] , 充

分表明社会资本并非是 “穷人的资本”, 而是 “富人的资本” [27] 。 同时, 郭晓莉等基于陕西

省生态移民的实地调查数据, 得出邻里型社会资本与亲友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存在异质性, 前

者对高脆弱性移民户的影响效应更大, 而后者对中等脆弱性移民户的影响效应更大[28] ; 而

徐戈等在社会资本、 收入多样化与贫困脆弱性的关系探讨时, 也发现社会资本因促进农户收

入多样化而弱化了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19] 。
综上, 虽然学界就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作了较多研究, 但尚未就作用机制、 影响效

应等达成共识。 特别是, 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处于深刻变革期且已进入 “城乡中国” 新阶

段, 农户的社会资本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呈现出社会资本水平延展与纵向延伸的变迁特

征, 由此, 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机制与效果亟待探索。

三、 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我国由 “乡土中国” 向 “城乡中国” 转型引发的社会资本变迁特征事实, 借鉴伍

尔考克 (Woolcock) [29] 及世界银行新千年发展报告[6] 提出的社会资本分类方法, 本文将社

会资本划分为紧密型 ( bonding ) 社 会 资 本、 联 系 型 ( linking ) 社 会 资 本 和 桥 接 型

(bridging) 社会资本。
紧密型社会资本是指基于血缘、 亲缘和地缘而形成的社会资本, 亦被称为传统型社会资

本[3] 或地域型社会资本[4] 。 这类社会资本具有结构稳固、 关系紧密、 资源同质、 网络封闭

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 村庄空心化、 乡村社会原子化现象日益显

著, 农村居民基于传统较为封闭的以农为本、 以地为生的互动往来不断减少, 甚至出现

“农二代” 离土、 进城、 不回村[1] , 农民与农民、 农民与村庄的基本社会联结削弱, 传统

“礼法社会” 约束力逐渐羸弱, 基于血缘、 地缘以及人情关系的所谓 “社会资本” 衰减。 加

之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 “386199” 人群留守乡村 (甚至 “3861” 群体也离村了),
留守群体的意识、 能力、 资源、 禀赋等方面的不足, 制约着村庄合作意识与协作能力, 村庄

的凝聚力、 向心力极大地被削弱, 导致乡村
 

“社会关系衰退” 与 “组织衰败” 景象丛生[30] 。
虽然紧密型社会资本随着 “乡土中国” 转型而衰减, 但是外出务工 “同乡抱团” [31] 的 “同

群效应” [32] , 春节走亲访友、 红白喜事人情往来等社会资本维系载体的活动依然盛行, 这些

都表明村域互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场域互动, 传统社会资本并没有枯竭。 因此, 基于互惠、
互信、 互助的风险分担、 收入提升功能依然对于农户非常重要。 同时, 因紧密型社会资本网

络成员资源同质、 网络封闭等特征, 使得其对经济能力提升较为有限[27] , 更多地发挥互惠

互助的风险分担功能[6] , 进而降低陷入贫困的概率[18] 。
联系型社会资本是指由水平组织和当权阶层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社会资本。 在

农民离土离乡外出就业过程中, 农民的社会关系已逐步摆脱传统 “血缘”、 “地缘” 的依赖,
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逐步构建, 拓展了农户社会资本[33] 。 同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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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电脑、 智能手机等硬件及微信、 QQ 等应用程序向农村农民渗透, 互联网逐渐成为孕育

农户社会资本的新阵地[34-35] , 农民的 “朋友圈” 不断拓宽。 因此, 联系型社会资本极大地

拓宽了农户的信息渠道、 知识获取渠道, 进而影响着农户的风险管理与收入增长。 虽然联系

型社会资本意义重大, 但是因农户的务工地区、 务工单位不稳定性, 联系型社会资本具有网

络开放、 资源异质、 关系松散的 “弱关系” 特征[36] , 更多地局限于通过信息机制来促进农

户就业创业、 参与金融保险、 改善风险管理行为, 进而来缓解贫困脆弱性, 直接分担风险的

功能的作用可能较为有限
 [37] 。

桥接型社会资本是指由处于不同阶层的成员构成的社会网络而形成的社会资本。 比如农

村居民与政府官员、 金融机构等联结形成的社会资本, 因而桥接型社会资本具有脱域性、 异

质性、 高能性的属性特征。 桥接型社会资本更多的是提供发展机会、 助力能力提升、 指导经

济行为, 需要农户自身具有较强的机会承接能力, 但是农村阶层内部分化和 “精神俘获”
现象, 制约着中下层农户经济机会的获取

 [38] , 呈现出社会资本缓解贫困、 增加收入存在门

槛效应
 [39] 。 同时, 阶层固化、 寒门难出贵子等残酷现实, 都表明普通农户桥接型社会资本

的拓展较为困难, 虽然在国家号召和文化熏陶下, 虽有捐赠等爱心活动, 但因地位不对等,
互惠互助机制难以建立, 因而直接分担风险的可能性相对较弱。

表 1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性质比较
比较维度 紧密型社会资本 联系型社会资本 桥接型社会资本

网络方向 水平 水平 垂直

网络范围 地域 脱域 脱域

网络资源 同质 异质 异质

网络强度 紧密 松散 松散

网络属性 传统 新型 新型

紧密型、 联系型、 桥接型三类社

会资本的性质比较如表 1 所示。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本文的三个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 紧密型、 联系型与

桥接型社会资本均能够缓解贫困脆弱

性, 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分化现象。
研究假设 2: 紧密型、 联系型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均主要通过缓释风险、 增加收入机制来

影响贫困脆弱性, 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存在分化现象。
研究假设 3: 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低脆弱农户、 联系型社会资本对高脆弱农户、 桥接型社

会资本对贫困农户的影响功效较为有限。

四、 实证研究设计

1. 实证模型

(1) 基本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能够影响贫困脆弱性, 故构建如下模型:
Vul = a0 + a1Social_ capi + aX + ε (1)

　 　 其中, Vul 代表被解释变量农户贫困脆弱性, Social_ capi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即某类社会

资本, X 代表相关控制变量, 包括农户所在村庄、 农户家庭和家庭户主等特征变量。
(2) 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和本文研究假定, 社会资本通过缓释风险和增

加收入影响贫困脆弱性, 故引入分布回归中介效应模型, 具体为:
Vuli = β10 + β11Social_ capi + β1X + δ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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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i = β20 + β21Social_ capi + β2X + δ2 (3)
Incomei = β30 + β31Social_ capi + β3X + δ3 (4)

Vuli = β40 + β41Social_ capi + β42Riski + β43Incomei + β4X + δ4 (5)
　 　 其中, Risk i 和 Incomei 分别代表中介变量风险缓释与收入增长; 式(2) 中的系数 β11 代

表农户某类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总效应; 式(3) 和(4) 中的系数 β21 和 β31 分为农

户某类社会资本对中介变量风险缓释和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 式(5) 中的系数 β41 为控制

中介变量影响后, 某类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直接效应, β42 和 β43 分别为控制某类

社会资本后, 风险缓释与收入增长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因此, 通过风险缓释与收入增

长的中介效应分别为 β21 ·β42 和 β31 ·β43 , 他们与总效应和直接效应的关系为 β11 = β41 +
β21 ·β42 + β31 ·β43 。

2.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贫困脆弱性。 世界银行提出贫困脆弱性是指个体或家庭由于遭受风

险冲击导致福利水平下降到贫困标准以下的可能性, 系 “对冲击复原性的测度”
 [6] 。 后续研

究基于世界银行这一定义所包含的风险和福利两大要素展开了深化拓展, 相应地形成了贫困

脆弱性研究的风险流派和福利流派。 风险流派突出风险冲击对个人或家庭福利水平造成的客

观或主观影响, 并提出了期望风险的脆弱性 (VER) 和期望消费的脆弱性 (VEU), 前者认

为贫困脆弱性为个人或家庭的福利水平对风险冲击所展现出的敏感性[40] , 后者认为贫困脆

弱性是个人或家庭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福利期望所带来的效应低于贫困线标准福利的效应的

情形[41] 。 以周士理 (Chaudhuri) 为代表的福利流派则强调福利水平波动性研究, 认为贫困

脆弱性是个人或家庭未来福利水平低于贫困标准的可能性, 并提出了期望贫困的脆弱性

(VEP) [42] 。 在贫困脆弱性测度上, VER、 VEU、 VEP 分别用风险敏感性、 福利效应缺口、
陷入贫困概率表示贫困脆弱性, 风险敏感性越强、 效应缺口越大、 陷入贫困概率越高, 则脆

弱程度越深。 因基于 VEP 的测度模型能够适应截面数据, 而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往往又难

以获得多年期数据, 且测度的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具有客观可比较等优点, 因此得到广泛应

用。 但是, VEP 偏重关注贫困脆弱性所导致的福利后果———未来陷入贫困, 而忽视贫困脆

弱性核心构成要素———风险, 更未考虑风险冲击与风险应对动态作用过程①。 事实上, 风险

仅是脆弱性的诱因, 风险应对能力不足才是脆弱性的本质[43] , 风险冲击导致福利水平下降

程度及是否由此陷贫是脆弱性的结果。 基于此, 本文在 VEP 基础上, 提出风险 “冲击—应

对” 型贫困脆弱性概念, 即贫困脆弱性是个人或家庭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因风险扰动, 在

风险冲击与风险应对机制相互作用下, 经风险冲击、 风险抵御与适应恢复完整的 “风险

‘冲击—应对’ 链” 作用过程后, 福利波动程度及由此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期望贫困的脆弱性 (VEP) 核心逻辑是根据当期收入或消费的历史数据, 在给定福利

水平 (收入或消费, 下同) 的分布形式下, 对未来一定时期内陷入贫困的概率进行预

测[44] , 其基本测算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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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U、 VER 也仅强调风险冲击及其影响, 风险应对仅作为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而且其度量结果不能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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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h, t = Pr(Yh, t +1 ≤ poor) (6)
　 　 其中, Vulh, t 为个人或家庭 h 在时期 t 内的贫困脆弱性, Pr(·) 为个人或家庭未来福利水

平低于贫困标准的概率测度方程, Yh, t +1 为该主体在 t + 1 时期内的福利水平, poor 为设定的

贫困线。 一般地, 假定未来福利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则贫困脆弱性测算方程可具体化如下

方程:

Vulh, t = ∫
lnpoor

-∞

ft(lnYh, t +1)d(lnYh, t+1) = Ø
lnpoor - μh

σh
( ) (7)

　 　 其中, μh 代表未来福利的期望值, σh 代表未来福利的标准差。 因此, 测度贫困脆弱性的

关键是对期望福利及其标准差进行估算。 为此, 建立福利模型如下:
lnYh, t = Xh, ta + eh, t (8)

　 　 其中, Xh, t 系指影响福利的解释变量, eh, t 指残差。

未来福利估计直接决定贫困脆弱性测度的精确性[45] 。 已有研究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个

体特征变量以及其他福利影响变量, 将抵御力弱、 恢复能力弱视作高贫困脆弱性的结果。 实

质上, 个人或家庭之所以在风险冲击下陷入贫困, 除了风险因素本身外, 还包含着低风险抵

御力和低恢复发展力。 因此, 应当将风险冲击力、 风险抵御力、 风险抗逆力内化于 VEP 模

型, 即: 风险 “冲击—应对” 型贫困脆弱性度量模型的福利模型为:
lnYh, t = a0 + Xh, ta + a1Rh, t + a2Dh, t + a3Hh, t + eh, t (9)

　 　 其中, R 为风险冲击力, D 为风险抵御力, H 为风险抗逆力。 该模型展现出的是个人或

家庭经历 “风险冲击→风险抵御→适应恢复” 的 “冲击—应对” 作用机制后, 其期望福利

水平。
根据 VEP 模型, 采取雨宫健 ( Amemiya ) 提出的三阶段可行广义最 小 二 乘 法

(3FGLS) [46] 测度风险 “冲击—应对” 型贫困脆弱性, 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 采用公式 (9) 估计农户家庭人均福利方程, 并得到预测因变量农户家庭人均

福利的残差项 eh, t 。

第二步: 估计农户家庭人均福利的期望值 Ŷ 和方差 σ2
e,h , 具体方程:

Y︿ =a0
︿ + Xha

︿ + Rh
 a1

︿ + Dh
 a2

︿ + Hh
 a3

︿ (10)

σ2
e,h =

 

β0
︿ + Xhβ

︿ + Rh
 β1

︿ + Dh
 β2

︿ + Hh
 β3

︿ (11)
　 　 第三步: 假定农户家庭人均福利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利用模型 (6) 测度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测度过程中, 还需选定福利水平的衡量指标和设定贫困线、 贫困脆弱线。 参

照张栋浩和尹志超等的研究[47] , 本研究选择消费来度量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 主要理由在

于, 收入标准界定的贫困难以在模型中控制收入变量, 由此可能引发内生性问题, 同时, 微

观调查中消费数据能够较好地代表家庭福利水平, 而因受访主体理解偏差等原因, 收入数据

往往存在不准确性问题[48] 。 同时, 模型中涉及的风险冲击力用灾害、 市场、 教育、 就业、
赡养等农户家庭内外风险来综合反映, 风险抵御力用社会保障、 市场保障参与和资产拥有情

况来综合反映, 风险抗逆力用农户恢复发展能力、 恢复发展机会来综合反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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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线采取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消费 1. 9 美元 / 天和 3. 1
 

美元 / 天两个消费标准, 并经购

买力平价、 物价指数调整后, 将人均年消费 2809 元和 4584 元作为 2018 年贫困线。 万广华、
等选择 50% 作为贫困脆弱线 (即若未来陷入贫困概率大于 50% 视为脆弱) [49] , 但基于

3FGLS 测度贫困脆弱性适应的是截面数据, 而贫困脆弱性度量又与期限选择密切相关, 近年

来, 学界采取经期限折算的概率值作为脆弱线[50] , 常用做法是将 50%的概率值折算成家庭

在未来两年内陷入贫困的概率值 29%[51] , 本文也采取 29%作为脆弱线。
(2)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度量研究中, 众多研究将其操作化定义为

“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52-53] 。 但是, 社会网络、 网络资源

不等于社会资本, 前者是社会资源的载体, 后者系潜在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规模, 社会网络

资源能否被个体获取和使用是关键。 因构成社会网络的众多个体的结构位置、 网络位置、 行

动目的和集体特征差异等因素影响, 不同个体在获取和使用社会网络资源时, 所获取的网络

资源并非同质, 也即是不同主体受制于自身条件约束与集体环境差异[54] , 实际拥有和网络

潜在最大可利用社会资本存在差异。 基于此, 本研究借鉴李文龙等的做法[55] , 基于社会资

本可利用度的视角, 构建包括社会网络地位、 社会网络强度、 社会网络规模、 社会信息交

换、 社会网络环境的社会资本度量评价体系。

表 2　 “紧密型社会资本” 变量的设定与赋值方法
维度 指标 赋值

社会网络地位 您家在本地的社会地位 从低到高赋值 1—5
社会网络强度 人缘关系有多好 从低到高赋值 0—10
社会网络规模 人情礼支出 取实际值自然对数

社会信息交换 每月手机费 取实际值自然对数

社会网络环境 对邻居的信任度 从低到高赋值 0—10

紧密型社会资本属于 “地域型”
传统社会资本, 故选取 “您在本地的

社会地位” 测度农户靠近社会网络桥

梁位置的程度 (即网络地位), “人

缘关系有多好” 测度农户社会网络关

系强度, “人情礼支出” 测度农户社

会网络规模, “每月手机费” 测度农户社会网络信息交换效率, “对邻居信任度” 测度社会

网络发展的非正式环境完善程度, 详见表 2 所示。
联系型社会资本产生的背景是因农民外出务工等原因而形成的业缘、 趣缘的社会网络关

系。 给予他人帮助越多, 说明其经济实力、 社会地位越高, 故选取 “给其他人 (朋友、 同

事等) 经济帮助” 测度社会网络地位; 得到他人的帮助、 恩惠越多, 则表明关系越密切、
关键时刻能够得到的帮助越多, 故选取 “其他人 (朋友、 同事等) 给的钱” 测度社会网络

关系强度; 农户的联系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外出务工以及加入社会团体的渠道获得, 故采取

“家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 “是否是工会、 个体劳动者协会、 宗教信仰团的成员” 的综合情

况测度社会网络规模; 互联网时代, 随着微信、 QQ 成为人们社交的主流工具, 而基于业缘

等形成的联系型社会资本, 较为松散是其典型特征, 故选取 “使用互联网社交频率” 测度

社会网络信息交换效率; 作为王文涛提出的脱域型社会资本[33] , 即联系型社会资本构建的

基础的 “生人社会”, 故选取 “您对陌生人的信任度” 测度社会网络发展的非正式环境完善

程度。 联系型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体系及赋值详见表 3 所示。
对于农户来讲, 与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等体制内人员建立社会关系, 形成桥

接型社会资本, 有助于获得提升发展权利与机会乃至直接获得诸如财政补贴等货币性资源,
·9·



　 《人口与经济》 2021 年第 4 期

　 　 表 3　 “联系型社会资本” 变量的设定与赋值方法

维度 指标 赋值

社会网络地位 过去 12 个月, 给其他人 (朋友、 同事等) 经济帮助 取实际值自然对数

社会网络强度 过去 12 个月, 其他人 (朋友、 同事等) 给的钱 取实际值自然对数

社会网络规模 家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 是否是工会 / 个体劳动者协
会 / 宗教信仰团体成员

“是= 1, 否= 0”, 取四者之和

社会信息交换 使用互联网社交频率 从不= 0, ……, 几乎每天= 6
社会网络环境 您对陌生人的信任度 从低到高赋值 0—10

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建立社会关系有利于获取金融资源, 进而实现家庭发展, 与城市居民建

立社会关系有利于农户获取 “二元结构” 环境中城市有、 农村无的资源。 教育是农户实现

阶层跨越的主要途径, 也是农户跨阶层拓展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 故选取 “家中是否有大

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成员” 测度社会网络地位; 关键时刻是否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助,
展现着农户的桥接型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 故选择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 社会捐助” 测度社

会网络强度; 党员身份、 军人身份及城市户口是桥接型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载体与纽带, 故

选取 “家中是否有党员、 退伍军人及非农户口成员” 测度社会网络规模; 因官方信息传递

具有单向性特征, 故选择 “通过电视台 / 网络了解政治频率” 测度社会信息交换效率; 信任

是非正式环境完善程度的重要表征, 而桥接型社会资本为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 作为农

户来讲, 其表现为对上层阶层的信任度, 故选取 “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 测度社会网

络非正式环境完善程度。 桥接型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体系及赋值详见表 4 所示。

表 4　 “桥接型社会资本” 变量的设定与赋值方法

维度 指标 赋值

社会网络地位 家中是否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成员 有= 1, 没有= 0
社会网络强度 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 社会捐助 有= 1, 没有= 0; 取二者之和

社会网络规模 家中是否有党员、 退伍军人及非农户口成员 有= 1, 没有= 0
社会信息交换 通过电视台 / 网络了解政治频率 取二者的最大值

社会网络环境 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 0—10

(3) 控制变量。 遵循已有权威文献做法, 结合数据可得性,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分为个

体特征、 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三个层面。 个体特征包括财务回答人 (识别为户主) 年龄及

年龄平方、 性别、 婚姻、 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和健康状况; 家庭层面包括相对经济状况、 家

庭人口结构、 家庭规模及家庭规模平方; 地区层面加入了东、 中、 西部及东北地区虚拟变量

及是否属于少数民族区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的设定与赋值方法如表 5 所示。
3.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数据, 除灾害风险、 非农经济比重两个社区指

标采用 2014 年数据外, 其他指标均使用 2018 年数据。 CFPS 详细调查了家庭收入、 消费、
就业、 资产等经济情况, 家庭成员教育、 婚姻、 年龄等人口结构特征情况, 家庭参与经济与

金融的机会, 以及社会规范、 信任、 网络等情况, 能够较好地满足本研究需要。 本研究采用

CFPS
 

2018 年的农户家庭样本, 剔除无效样本 (包括信息无效、 数据缺失等情况) 后, 共得

到 2926 个样本。 对于风险冲击力、 抵御力、 抗逆力和紧密型、 联系型、 桥接型社会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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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控制变量的设定与赋值方法
维度 变量 指标 赋值

个体特征 年龄 岁数 岁数数值

性别 性别 男= 1, 女= 0

婚姻状况 当前婚姻状况 在婚= 1, 其他= 0

教育程度 最高学历 文盲= 0, ……, 博士= 6

宗教信仰 是否为宗教信仰团体成员 是= 1, 否= 0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 不健康= 1, ……, 非常健康= 5

家庭特征 相对经济状况 收入在本地相对水平 从低到高赋值 1—5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量 具体人数

家庭结构 家庭非劳动力与劳动力之比 16 岁以下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与 16 至 65 岁人口之比

地区特征 民族 是否属于少数民族区 是= 1, 否= 0

所处区域 是否处于中西部地区 是= 1, 否= 0

6 个潜变量, 取因子分析法进行测度。
表 6 汇报了实证研究中, 2926 个样本涉及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1. 9 美元贫困标准

下, 农户平均陷贫概率达 19. 85%; 29%的脆弱标准下, 约有 25. 53%的人口处于脆弱状态。
同时, 从部分控制变量统计情况来看, 户主 (财务回答人) 教育程度为

 

0. 7990, 说明农户

文化程度较低 (平均水平低于初中学历); 宗教信仰平均值为 0. 0345, 说明样本中仅有

3. 45%的户主 (财务回答人) 有宗教信仰; 健康状况平均值为 2. 8069, 说明农户总体健康

水平处于 “一般” 状态; 家庭结构平均值为 0. 3793, 即 1 个劳动力抚养 / 赡养 0. 3793 个人,
　 　

表 6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贫困脆弱性 (1. 9 美元标准) 19. 8503 14. 7564 75. 3245 0. 0000
贫困脆弱性 (3. 1 美元标准) 38. 9235 16. 1599 100 0. 0038
是否脆弱 (1. 9 美元与 29%标准) 0. 2553 0. 4360 1 0
是否脆弱 (3. 1 美元与 29%标准) 0. 7266 0. 4457 1 0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0605 0. 6685 1. 9300 -2. 9400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0048 0. 7113 4. 5300 -1. 0600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831 0. 6904 2. 3500 -1. 8500
风险冲击力 -0. 0225 0. 6845 3. 3700 -2. 0100
风险抵御力 0. 0273 0. 6911 3. 1600 -2. 0600
风险抗逆力 0. 1094 0. 5295 1. 7800 -1. 4500
人均收入对数 9. 2068 0. 8935 12. 9447 5. 0752
年龄 51. 2181 12. 0150 90 17
性别 0. 5465 0. 4978 1 0
婚姻状况 0. 8739 0. 3320 1 0
教育程度 0. 7990 0. 6593 4 0
宗教信仰 0. 0345 0. 1826 1 0
健康状况 2. 8069 1. 2762 5 1
相对经济状况 2. 9793 0. 8743 5 1
家庭规模 4. 2010 1. 9716 16 1
家庭结构 0. 3793 0. 1744 1 0. 1000
是否为少数民族集聚区 0. 1350 0. 3417 1 0
是否处中西部地区 0. 6504 0. 4769 1 0

　 　 注: 因贫困脆弱性度量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最高, 中部地区次之, 但西部与中部地区、 东部与东北地
区较为接近, 且西部与中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 东北地区, 故将区域哑变量设置为是否处于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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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父代在为子代抚育孙代现象较为普遍。 此外, 是否处于中西部地位平均值为 0. 6504
(即 65. 04%的样本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说明样本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这与我国贫困人

口分布较为一致, 且是否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平均值为 0. 1350 (即 13. 5%的样本分布在少数

民族地区), 说明样本中涵盖了较大比重的民族集聚区农户, 而民族地区贫困集聚是我国较

为典型的贫困分布现象, 因此, 样本总体选择较为合理。

五、 实证研究结果

1. 影响效应估计

(1) 基准回归。 表 7 汇报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 OLS 估计结果, 其中贫

困脆弱性为基于 1. 9 美元贫困线标准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 结果显示, 无论将紧密型、 联

系型、 桥接型社会资本共同纳入模型, 还是独自纳入模型, 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 表明三类社会资本均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 从 OLS 估计系数来看, 紧密型社

会资本与联系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大小基本一致, 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略小, 这可

能是因为随着农村社会变迁, 农村劳动力的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33] , 因而以业缘而形成的

联系型社会资本逐渐成为农户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维度, 与此同时, 紧密型社会资本随着

“乡土中国” 向 “城乡中国” 演变[1] 而逐渐微弱, 而 “弱关系” 在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56] , 且紧密型社会资本衰而未亡, 故两种社会资本扮演着类似作用。 而桥接型社会资本

的影响效应要略小,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社会的变迁在带动农户向上纵向拓展社会关系较

为有限, 进而导致农户的桥接型社会资本积累没有联系型社会资本显著, 从而影响效应也相

对要弱。
从控制变量看, ①户主特征。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户主的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宗教信仰

负相关, 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 健康状况越好、 拥有宗教信仰, 越不易陷入贫困; 农户

贫困脆弱性与户主性别呈正相关, 即男性户主反而贫困脆弱性更高, 这与部分已有研究结论

相左, 可能的原因是女性户主风险偏好更低, 进而家庭经营更为稳健, 从而陷入风险的可能

性更低; 户主的年龄平方四个模型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 表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户主年龄增

长呈现先减后增的 “U” 型规律; 户主婚姻状况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 表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户主婚姻状况无关, 这与王修华等的研究结果[57] 一致。 ②家庭

层面特征。 四个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家庭结构相关, 即家庭劳动力占比越

大贫困脆弱性反而更高, 这一 “反常” 结论的可能原因在于, 因农户文化程度较低, 无论

是外出务工还是务农, 从事的多是重体力活, 而务工多是从事危险性较高的工作, 而务农虽

然人身风险相对较小但农业风险大, 因此劳动力越多反而风险更大[57] ; 家庭规模平方显著

为正, 基本表明农户家庭规模偏小或过大均不利于降低贫困风险; 农户相对经济状况显著为

负, 表明相对经济地位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 ③区域特征。 四个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地处中

西部地区、 少数民族集聚区的农户贫困脆弱性更高, 表明区域因素是贫困脆弱性生成的重要

原因。
(2) 稳健性检验。 首先是基于贫困脆弱性度量调整的检验。 一是基于不同贫困标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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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的 OLS 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0229∗∗∗ -0. 0291∗∗∗

( -7. 77) ( -9. 90)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0231∗∗∗ -0. 0286∗∗∗

( -8. 36) ( -10. 37)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183∗∗∗ -0. 0229∗∗∗

( -6. 11) ( -7. 47)
年龄 -0. 0041∗∗∗ -0. 0047∗∗∗ -0. 0049∗∗∗ -0. 0049∗∗∗

( -3. 93) ( -4. 39) ( -4. 61) ( -4. 55)
年龄平方 0. 0001∗∗∗ 0. 0001∗∗∗ 0. 0001∗∗∗ 0. 0001∗∗∗

(8. 23) (8. 58) (8. 78) (8. 96)
性别 0. 0198∗∗∗ 0. 0211∗∗∗ 0. 0213∗∗∗ 0. 0208∗∗∗

(5. 07) (5. 30) (5. 36) (5. 19)
婚姻状况 -0. 0047 -0. 0047 -0. 0064 -0. 0033

( -0. 78) ( -0. 77) ( -1. 05) ( -0. 53)
教育程度 -0. 0526∗∗∗ -0. 0579∗∗∗ -0. 0566∗∗∗ -0. 0563∗∗

( -17. 04) ( -18. 67) ( -18. 24) ( -17. 83)
宗教信仰 -0. 0167∗ -0. 0202∗ -0. 0167 -0. 0207∗∗

( -1. 62) ( -1. 92) ( -1. 59) ( -1. 96)
健康状况 -0. 0048∗∗∗ -0. 0050∗∗∗ -0. 0053∗∗∗ -0. 0052∗∗∗

( -3. 13) ( -3. 22) ( -3. 39) ( -3. 33)
相对经济状况 -0. 0051∗∗ -0. 0063∗∗∗ -0. 0089∗∗∗ -0. 0080∗∗∗

( -2. 30) ( -2. 79) ( -4. 00) ( -3. 53)
家庭规模 0. 0277∗∗∗ 0. 0232∗∗∗ 0. 0233∗∗∗ 0. 0244∗∗∗

(8. 31) (6. 90) (6. 93) (7. 15)
家庭规模平方 0. 0010∗∗∗ 0. 0012∗∗∗ 0. 0013∗∗∗ 0. 0012∗∗∗

(3. 38) (4. 10) (4. 32) (4. 02)
家庭结构 -0. 1049∗∗∗ -0. 1065∗∗∗ -0. 110∗∗∗ -0. 1083∗∗∗

( -9. 18) ( -9. 16) ( -9. 52) ( -9. 24)
是否为少数民族集聚区 0. 0351∗∗∗ 0. 0369∗∗∗ 0. 0366∗∗∗ 0. 0395∗∗∗

(6. 25) (6. 45) (6. 42) (6. 86)
是否处中西部地区 0. 0069∗ 0. 0037∗∗∗ 0. 0039∗∗∗ 0. 0030∗∗∗

(1. 68) (2. 76) (3. 01) (2. 83)
常数项 0. 1410∗∗∗ 0. 1804∗∗∗ 0. 1939∗∗∗ 0. 1772∗∗∗

(4. 61) (5. 85) (6. 32) (5. 67)
R2 0. 5308 0. 5122 0. 5137 0. 5052
样本量 2926 2926 2926 2926

　 　 注: 1.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2. 上述估计模型均采取 “ OLS+稳
健标准误” 方法处理异方差。

贫困脆弱性的检验, 即将 3. 1 美元贫困标准下陷入贫困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二是基于贫困

脆弱性哑变量的检验。 即不再直接以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而是设定未

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是否超过脆弱线的临界值 (29%), 将脆弱与不脆弱哑变量作为被解释变

量, 然后采取 logit 方法进行估计。 表 8 汇报了基于贫困脆弱性度量调整的稳健性检验估计

结果。 结果表明, 无论是提高贫困标准度量的贫困脆弱性, 还是将贫困脆弱性度量改为是否

脆弱哑变量, 紧密型、 联系型与桥接型社会资本依然显著负向影响贫困脆弱性, 证实了基准

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再来看基于内生性控制的检验。 实证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内生性问题, 针对内生性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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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基于贫困脆弱性度量调整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3. 1 美元贫困标准下贫困脆弱性 OLS 估计 贫困脆弱性哑变量 logit 估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1790∗∗∗ -0. 0242∗∗∗ -0. 3962∗∗∗ -0. 5285∗∗∗

(-5. 04) (-6. 88) (-4. 67) (-5. 04)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0256∗∗∗ -0. 0298∗∗∗ -0. 6722∗∗∗ -0. 7741∗∗∗

(-7. 68) (-9. 08) (-7. 13) (-8. 30)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143∗∗∗ -0. 0186∗∗∗ -0. 3684∗∗∗ -0. 4213∗∗∗

( -3. 95) ( -5. 08) ( -4. 28) ( -4. 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R2 0. 4327 0. 4172 0. 4240 0. 4129
样本量 2926 2926 2926 2926 2926 2926 2926 2926

　 　 注: 括号内为 t 或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向因果、 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三种成因, 本研究事实上已经做了一定的处理。 一是被解释变

量 “贫困脆弱性” 是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而社会资本衡量的是当前情况, 因

此理论上以当前的解释变量预测未来的被解释变量, 应该内生性问题有所减弱[47] 。 二是采

取了综合指数以弱化单一维度的社会资本指标引发的潜在内生性影响, 更多地选取不直接受

财富、 收入水平影响或受其影响较弱的信任、 规范等维度指标[58] 。 虽然如此, 考虑到微观

调查数据容易产生选择性偏误、 测量误差和双向因果等引发内生性的问题, 如果完全不考虑

内生性问题, 则所得到的研究结论科学性值得商榷[59] 。 因此, 采取工具变量法再次进行稳

健性检验。
参照张爽的做法[16] , 选取农户所在村除该农户之外的其他样本农户的平均社会资本作

为工具变量。 同时, 如果村所在样本太少, 则计算出来的其他农户社会资本平均情况可能不

够具有代表性, 选取农户所在村具有 10 个及以上样本的作为有效样本, 最终得到 175 个社

区、 2244 个农户家庭的样本。
表 9 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 不同类型的村域社会资本显著正向作用于农户社会资本, 一

阶段 F 统计值也高于临界值, 说明将村域社会资本作为农户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同时, 估计系数较大, 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的形成。

表 9　 工具变量法的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村域紧密型社会资本 0. 5394∗∗∗

(10. 79)
村域联系型社会资本 0. 4436∗∗∗

(8. 12)
村域桥接型社会资本 0. 4478∗∗∗

(8. 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有 有 有

一阶段 F 统计值 17. 12 12. 30 35. 70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10 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 紧密型、 联系型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的结论在 2SLS 估

计中依然成立, 但是桥接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系数在 2SLS 估计中不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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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紧密型社会资本、 联系型社会资本的确有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 且村域内农户的这两类

社会资本能够通过 “传递”、 “转移” 的形式惠及其他农户。 但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回归系

数不显著, 而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又通过检验, 这并不是推翻了前述估计结果, 事实上,
将桥接型社会资本变量替换为 “户主政治面貌” 后, 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其潜在原因

在于与紧密型社会资本、 联系型社会资本性质不同, 桥接型社会资本可能难以在农户之间发

生 “传递” 与 “转移”, 即桥接型社会资本难以产生外溢性。 例如: 假设农户 A 拥有政府工

作人员 B 的社会关系, 其能够通过 B 提供信用保证而获取银行贷款, 但是 B 是以个人信用

为保证的, 一旦 A 违约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则银行将要求 B 代为履行偿还义务, 因此

作为理性人 B 一般不会因 A 将其介绍给其他农户而承担担保义务, 但是联系型社会资本则

不然, 例如一个村民 C 拥有村外部的社会关系 (如工友 D), 工友 D 提供的就业信息很容易

分享、 传递给村内其他农户。

表 10　 工具变量法的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0566∗∗∗

( -3. 64)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1109∗∗∗

( -5. 15)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077

( -0. 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有 有 有
χ2 值 0. 9915 0. 3737 1. 0000
C-D

 

Wald
 

F 值 116. 43 65. 41 76. 18
样本量 2244 2244 2244

　 　 注: 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同时, 在稳健性检验中, 联系型社会资本估计系数最大, 紧密型社会资本次之, 桥接型

社会资本最小, 甚至在工具变量法估计中, 联系型社会资本的估计系数是紧密型社会资本估

计系数的近两倍, 这与王文涛的研究结论[33] 是一致的, 即可以认为相对于传统地域型社会

资本, 新型脱域型社会资本功效更强, 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也就越强。 至此, 验证了

研究假设 1。
2. 影响机制检验

本部分拟检验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 根据已有

研究成果, 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风险缓释与收入增长机制影响贫困脆弱性。 收入指标选取较为

成熟、 统一, 本文也遵循现有研究做法, 选取农户人均收入来衡量。 根据灾害社会学理论,
风险为风险致灾力与风险应对能力的对比, 即: 风险因子冲击仅仅是诱因, 风险应对能力不

足才是根本[43] , 因此, 本文借助灾害社会学的关于风险内涵, 将 “风险” 理解为 “风险暴

露度” (或言 “风险敞口” )① 的概念, 并借鉴灾害学的做法, 提出如下风险计算公式:
Risk = Risk_ imp - (Risk_ res + Risk_ rev)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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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暴露度为社会灾害学研究脆弱性提出的概念, 类似于财务管理、 金融管理上的 “风险敞口”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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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Risk 表示风险水平, Risk_ imp 表示风险冲击力, Risk_ res 表示风险抵御力,
Risk_ rev 表示风险抗逆力。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直接对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即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

的总效应, 已在表 7 中汇报。 表 11 汇报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风险、 收入两个中介变量的

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 紧密型、 联系型与桥接型社会资本均能显著地作用于风险与收

入, 其中, 社会资本负向作用于风险, 表明社会资本越丰富, 越有利于降低风险暴露度, 社

会资本是农户重要的风险管理手段; 社会资本正向作用于收入, 表明社会资本越丰富, 越有

利提高收入水平,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 具有生产性属性, 能够助力农户增加收入。

表 11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风险 收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0593∗∗∗ 　 0. 1717∗∗∗

( -4. 72) (7. 34)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1317∗∗∗ 　 0. 2042∗∗∗

( -11. 37) (9. 35)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542∗∗∗ 　 0. 1235∗∗∗

( -4. 17) (5. 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R2 0. 3092 0. 3335 0. 3080 0. 1581 0. 1675 0. 1501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12 汇报了社会资本、 中介变量风险与收入对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纳

入中介变量后,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 中介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 表明三类社会资本均能通过

风险缓释、 收入增长机制缓解贫困脆弱性。

表 12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 中介变量对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0103∗∗∗

( -6. 04)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0040∗∗

( -2. 47)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089∗∗∗

( -5. 06)
风险 0. 0336∗∗∗ 0. 0334∗∗∗ 0. 0338∗∗∗

(13. 28) (12. 95) (13. 33)
收入 -0. 0981∗∗∗ -0. 0986∗∗∗ -0. 0985∗∗∗

( -72. 23) ( -72. 10) ( -72. 7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有 有 有

R2 0. 8402 0. 8386 0. 8396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13 汇报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构成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 虽

然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均主要通过收入增长机制缓解贫困脆弱性, 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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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紧密型社会资本、 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直接效应占比较

大, 这可能是因为紧密型社会资本通过互惠、 桥接型社会资本通过馈赠 (或言施舍) 等机

制作用于贫困脆弱性, 而联系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同质、 松散型的社会资本, 更多地可能通

过信息机制影响贫困脆弱性, 故其直接效应相对较小。 验证了研究假设 2。

表 13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的构成

变量 总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风险 中介效应: 收入

大小 占比 (%) 大小 占比 (%) 大小 占比 (%)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0291 -0. 0103 35. 32 -0. 0020 6. 84 -0. 0168 57. 84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0286 -0. 0040 14. 13 -0. 0044 15. 40 -0. 0201 70. 47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229 -0. 0089 38. 82 -0. 0018 7. 99 -0. 0122 53. 19

3. 组间异质效应检验

因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性质不同, 且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减缓贫困具有门槛效应。 为

此, 进一步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组间效应进行检验。 一方面, 按脆弱程度

分为高脆弱组 (1. 9 美元贫困线、 29%脆弱线标准下脆弱农户)、 低脆弱组 (3. 1 美元贫困

线、 29%脆弱线标准下不脆弱农户) 和中脆弱组 (其他农户); 另一方面, 按贫困程度分为

绝对贫困组 (1. 9 美元贫困线标准下贫困农户)、 相对贫困组 (1. 9 美元贫困线标准下不贫

困但 3. 1 美元贫困线标准下贫困的农户) 和非贫困组 (3. 1 美元贫困线标准下非贫困农户)。
表 14 组间异质效应估计结果显示, 紧密型、 联系型、 桥接型社会资本在组间异质效应

上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 一是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低脆弱组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不显

著, 而联系型社会资本对高脆弱组影响效应不显著, 桥接型社会资本对不同脆弱组的影响效

应均显著。 二是桥接型社会资本仅对非贫困组的影响效应显著, 而紧密型、 联系型社会资本

对不同贫困程度组的影响效应均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紧密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同质属性

较强, 互助互惠的风险分担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 但对低脆弱农户因贫困风险较低, 故

而效应有限; 联系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松散型社会资本, 更多地是通过信息机制发挥作用

(事实上, 将风险冲击力直接作为中介变量时, 联系型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而高

脆弱组的农户更多的需求可能是风险应对, 故而影响不显著; 桥接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高

　 　
表 14　 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影响贫困脆弱性效应的组间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按脆弱程度分组 按贫困程度分组

高脆弱组 中脆弱组 低脆弱组 绝对贫困组 相对贫困组 非贫困组

紧密型社会资本 　 -0. 0103∗∗∗ 　 0. 0062∗∗∗ 　 -0. 0017 　 -0. 0231∗∗ 　 -0. 0165∗∗ 　 -0. 0222∗∗∗

( -2. 67) ( -2. 59) ( -1. 19) ( -1. 99) ( -2. 15) ( -6. 99)
联系型社会资本 -0. 0068 -0. 0064∗∗∗ -0. 0024∗∗ -0. 0237∗∗ -0. 0250∗∗∗ -0. 0211∗∗∗

( -1. 53) ( -2. 82) ( -2. 15) ( -2. 00) ( -2. 83) ( -7. 33)
桥接型社会资本 -0. 0134∗∗∗ -0. 0058∗∗∗ -0. 0044∗∗∗ -0. 0038 -0. 0109 -0. 0170∗∗∗

( -3. 10) ( -2. 37) ( -3. 33) ( -0. 30) ( -1. 31) ( -5. 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R2 值 0. 2959 0. 1315 0. 2262 0. 5246 0. 5417 0. 5227
样本量 747 1384 795 213 400 2713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 5%和 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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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社会资本, 其发挥作用是农户具有较强的资源承接能力, 而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农户资源

承接能力有限, 故而桥接型社会资本难以发挥作用。 为确保估计效果的稳健性, 本文还采用

分位数回归、 工具变量法, 以及将农户分为脆弱组与非脆弱组、 贫困组与非贫困组进行组间

异质效应检验, 均支持上述研究结论, 特别是分位数回归表明紧密型社会资本缓解高脆弱、
绝对贫困农户的效应显著更大。 验证了研究假设 3。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伴随 “乡土中国” 向 “城乡中国” 转型, 农户社会资本沿着水平拓展与纵向延伸变迁,
形成农户社会资本传统与新型、 地域与脱域、 同质与异质并存, 乃至新型、 脱域、 异质社会

资本占主导的新格局。 基于此, 本文提出将农户社会资本分为紧密型、 联系型和桥接型三种

类型, 并立足社会资本可利用度的视角, 构建了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体系, 对不同类型社会资

本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一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均能缓解贫困脆弱性, 但总体上水平拓展形成

的联系型社会资本的功效相对更大, 紧密型社会资本次之, 桥接型社会资本最小, 表明在

“城乡中国” 新社会背景下, 农户社会资本的缓解贫困作用发生了较大变化。 二是不同类型

社会资本均主要通过风险缓释、 收入增长两大机制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 但是因不同社会资

本性质不同, 使得作用机制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表现为联系型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更大

(高达 85. 87%)。 三是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均有一定的作用条件, 使得不同人

群在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中获益不均等, 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低脆弱农户、 联系

型社会资本对高脆弱农户、 桥接型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 (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的影

响效应不显著。
因此, 基于进入 “城乡中国” 新阶段、 农户社会资本新格局的事实, 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 要特别关注社会关系管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助力农

户拓展提升社会资本。 一是助力农户拓展社会关系网。 通过弘扬传统乡村文化、 促进城乡

“二元” 制度改革、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健全农民教育培训制度 (包括基础教育和技能

培训)、 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 (如完善农民工市民化的 “落户权”、 “就业与收入权”、
“居住权”、 “社会保障权”、 “子女教育权” 等), 以及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 建设智慧乡

村, 补齐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短板, 优化网络服务, 畅通农民流动渠道, 丰富农民社会交往方

式, 扩大交流机会, 降低交流成本 (如降低农村网络资费甚至对低收入农户、 脱贫户执行

减免网络资费的政策), 进而在市场化、 城镇化、 信息化进程中, 助力农户拓展社会关系

网。 二是助力农户提升网络质量。 在精准脱贫阶段广泛推行的 “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

队”、 “对口帮扶” 等制度要通过一定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 (例如调整为乡村振兴驻村 “第

一书记” 等), 确保不因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而段然抽离农户优质的社会资源。 大力发展以专

业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 促进农户市场参与, 拓展高质量的社会

网络。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继续强化贫困大学生专项招生、 就业扶持制度, 畅通阶层流动机

制。 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 带动 “市民下乡” 与 “农民进城” 双向互动,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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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注重引导农村先进城群体加强与家乡的互动 (例如贯彻执行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

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制度), 为农户积累桥接型社会资本创造条件。 三是助力优化农

户社会互动环境。 引导农户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建立顺应时代进步

的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提升机制, 构建积极、 开放的乡村文化, 引导农户强化互信互助。 促进

农民工互动, 农民工输入地的政府部门要着力引导工厂企业、 社会组织针对农民工举办文体

活动, 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部门要加强农民工的组织力度 (例如组织农民工相对集中于少

数几个劳务输入地、 集中于部分工厂企业务工就业, 鼓励资助农民工举办联谊活动), 为农

民工互动交流搭建平台。 健全农户市民化政策、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引导新市民、 新村民积

极参与迁入地社区、 村庄活动, 积极构建拓展新的社会关系, 增强对迁入地政府、 社会、 社

区 (村庄) 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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